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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境外生物质燃烧对东亚臭氧污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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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定量研究境外生物质燃烧对春季东亚地表臭氧浓度的影响。方法 利用敏感性分析法与线性加

权法，使用全球化学传输模式 GEOS-Chem 模拟春季全球不同地区生物质燃烧排放对东亚地表臭氧的贡献。

结果 春季全球生物质燃烧对东亚地表臭氧贡献在 1×109~5×109（按体积计算）之间，其中 75%是境外生物

质燃烧的贡献。境外生物质燃烧对中国南部的影响比东亚其他区域更大，可达 3 ×109。在所有境外源区中，

生物质燃烧对东亚地表臭氧影响最大的源区是非洲与东南亚。前者是中国东北部、中国北部、朝韩及日本

地区的主要境外贡献区域。后者对中国南部的相对贡献最大。结论 春季境外生物质燃烧对东亚地表臭氧的

贡献具有一定的空间差异。境外生物质燃烧对东亚空气质量有重要影响。东亚地表臭氧污染治理需要世界

各国及区域之间的良好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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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s of Biomass Burning Emissions in Foreign Regions on Springtime  
Surface Ozone over East Asia 

HAN Hana, LIU Jing-xiana, ZHANG Xunb 
(a. School of Atmospheric Sciences, b.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arth System Scienc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impact of biomass burning emissions from foreign regions on surface ozone over East 
Asia in the spring. Methods Combining a sensitivity test and the linear weighting method, we simulated the individual contribu-
tion of biomass burning from different foreign regions in the world to surface ozone in East Asia with a global chemical trans-
port model, GEOS-Chem. Results Biomass burning in the Spring of the world contributed 1×109~5×109 to surface ozone in 
East Asia, in which, fire-induced ozone from foreign regions accounted for 75%. Fire-induced ozone from foreign regions con-
tributed more to South China than to other regions in East Asia, reaching approximately 3×109. Among all the foreign regions, 
Southeast Asia and Africa were the largest contributors. Fire-induced ozone from Southeast Asia mainly influenced surface 
ozone in South China, while Africa imposed the largest foreign influences over Northeast China, North China, Korea, and Japan. 
The later had relatively large influences on South China. Conclusion The influence of biomass burning in foreign regions to 
springtime surface ozone in East Asia varies largely in space. Biomass burning in foreign regions can impact air quality in East 
Asia.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s are needed for ozone pollution control in East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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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氧（O3）是一种危害人体健康与植被生长的大
气污染物。近地面臭氧主要是在光照条件下，由一氧
化碳（CO）与挥发性有机物（VOCs）及氮氧化合物
（NOx）通过光化学反应生成[1]，少部分来自平流层
向下传输[2]。伴随着经济发展、工业化、城市化等过
程，中国臭氧污染问题严重，诱发了一系列经济、社
会、环境问题，引起中国及世界的广泛关注[3-4]。近
20 年来，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地区的臭氧浓度
呈现显著上升趋势[5-6]。 

地表臭氧浓度主要受排放及气象条件等因素的

影响。这些因素均可以影响东亚地表臭氧浓度的逐日

变化、季节变化、年际变化及趋势[7-8]。从长期看，

Sun[9]等指出，1949 年至 2015 年间，中国人为源 NOx、

CO 及非甲烷挥发性有机物（NMVOCs）的排放平均

每年分别增长了 5.9%、3.8%、4.6%。人为源排放的

增加是中国臭氧浓度呈上升趋势的主要因素。从短期

趋势看，Zheng[10]等发现，2010 年至 2017 年间，中

国人为源 NOx 的排放减少了 17%，CO 排放减少了

27%，NMVOCs 排放增加了 11%。中国臭氧浓度在这

几年仍在上升[11]，包括天气、气候等多尺度系统的气

象条件可通过化学反应与物理传输两种途径影响地

表臭氧浓度[12]。例如在反气旋中心地区，阳光充足，

风速较低，利于臭氧生成与积聚；气旋中心地区则情

况相反[4, 13]。台风来临前，外围的下沉气流、高温、

晴朗天气可使沿海地区地表臭氧浓度升高[14]。东亚夏

季风越强，中国南部臭氧地表浓度越高[15-17]。 
通过大气环流的传输作用，区域性臭氧浓度受本

地与外来臭氧及其前体物的影响[18-23]。由于对流层臭

氧具有 1 周至 1 月的寿命，中国境内高臭氧浓度对下

风向地区有显著影响，如韩国、日本[24-25]。许多研究

表明，通过跨太平洋与跨大西洋传输，东亚的人为源

排放会增加北美及欧洲的臭氧浓度[26-28]。然而，虽然

有研究认为北美人为源对东亚地表臭氧的贡献与东

亚对北美的贡献相当，但是境外排放源对东亚臭氧的

影响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相关研究较少[29-30]。 
臭氧不能直接从生物质燃烧中产生，但生物质燃

烧是臭氧前体物的重要来源[31]，生物质燃烧对东亚地

表臭氧有显著影响[32-33]。例如，6 月份中国东部农业

秸秆燃烧使长三角地区臭氧浓度增加 27%~39%[34]。

Chan 等[35]发现，东南亚地区生物质燃烧占全球总生

物质燃烧对香港地表 CO 影响的 50%，说明了境外生

物质燃烧排放对东亚空气污染的重要影响。目前关于

境外生物质燃烧对东亚臭氧影响的研究十分欠缺，相

关认识不充分。 
文中基于一个在大气化学领域广泛应用的全球

大气化学传输模式 GEOS-Chem，使用敏感性分析法

与线性加权法，量化春季全球各个地区生物质燃烧对

东亚地表臭氧浓度的贡献，为东亚臭氧污染控制提供

科学依据。春季是东亚臭氧浓度比较易于受境外影响

的季节[19,22-23]，文献中报道过春季时境外生物质燃烧

中产生的空气污染物对东亚的影响[36]，因此本研究选

取春季（3—5 月）作为研究季节。春季全球生物质

燃烧的空间分布特征如图 1 所示。火点数据来源于

MODIS Collection 6 产品（https://earthdata.nasa.gov/e-
arth-observation-data/near-real-time/firms）。春季时，

东南亚地区、非洲西部、非洲南部、北美南部、澳大

利亚北部生物质燃烧较为显著。文中，东亚内部生物

质燃烧对东亚臭氧的贡献称为本地贡献，东亚外部生

物质燃烧对东亚臭氧的贡献称为境外贡献。 
 

 
 

图 1  2005 年春季全球火点数量分布（格点为 11） 
 

1  模式介绍与方法 

GEOS-Chem[37]（http://geos-chem.org）是由哈佛

大学开发并管理的三维全球化学传输模式，包含较为

全面的对流层化学机制。它由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的全球建模与同化办公室（Global Modeling 
and Assimilation Office, GMAO）研发的同化气象场数

据驱动。前人的很多研究已经验证了 GEOS-Chem 模

拟的对流层臭氧浓度在全球不同地区具有很强的可

靠性，如北美[38,40]及东亚[23,38-40]。在之前关于臭氧远

距离传输的研究中，笔者采用了与本研究基本相同的

排放源及气象场，并利用 Ozonesonde 探空及 TES 卫

星观测对模拟进行了详细验证，结果较为理想[22-23]。 
本研究使用 MERRA 气象场数据驱动 GEOS- 

Chem（v9-02），空间水平分辨率是 2.5°经度×2°纬度，

垂直方向共 47 层。传输与化学时间步长分别是 10、
20 min。使用的人为源排放清单包括基于 2000 年的

EDGAR3.2 全球源，并在部分地区使用区域源替换，

如 2006 年 INTEX-B 亚洲排放源[41]、2005 年美国

NEI05 排放源、2005 年欧洲 EMEP 排放源等。生物

质燃烧与植被排放源分别使用 GFED3[42]与 M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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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2.1[43]。闪电 NOx 排放的计算基于 Allen[44]及 Ott[45]

等提出的方案。 
根据全球不同地区的生物质燃烧排放特征及其

对东亚影响的可能性大小，将全球分为 8 个地区，分

别是东亚（95E150°E, 20°N60°N）、北美（170°W 
65°W, 15°N70°N）、欧洲（15°E50°E, 35°N70°N）、

非 洲 （ 20°W30°E, 1535°N 以 及 20°W55°E, 
35°S15°N）、中亚（50°E95°E, 35°N60°N）、南亚

（ 60°E95°E, 5°N35°N ）、东南亚（ 95°E140°E, 
10°S20°N）及其他地区（见图 1）。然后使用敏感性

分析（开关源）的方法，定量不同地区生物质燃烧的

贡献。本研究共进行 1 次控制实验（CE）及 9 次敏感

性实验（SE1-SE9）（见表 1）。每个实验的模拟时间是

2004 年 3 月—2005 年 5 月（2004 年 3 月—2005 年 2
月用作模式“热启动”）。在其中一次敏感性实验中，

关闭臭氧前体物的全球所有生物质燃烧排放（SE1）。
然后将控制实验结果与此敏感性实验模拟结果作差，

即可得到全球生物质燃烧对臭氧的贡献。在另外 8 次

敏感性实验（SE2—SE9）中，分别关闭 8 个地区的生

物质燃烧排放源。因为臭氧的生成具有化学非线性特

征，所以本研究使用式（1）的线性加权法处理后 8 种

敏感性实验的结果[30,46]。对于每一个格点，针对不同

地区敏感性实验结果之间的比例关系，然后将全球生

物质燃烧排放的贡献线性分配到这 8 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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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3O kc 指地区 k 生物质燃烧排放引起的臭氧

浓度； SEk
c 指地区 k 对应的敏感性实验结果； SEi

c 指

地区 i 对应的敏感性实验结果。 
 

表 1  敏感性实验设计 

实验名称 方案描述 
控制实验（CE） 打开所有人为及自然排放源 

敏感性实验 1（SE1） 关闭全球生物质燃烧排放源 
敏感性实验 2（SE2） 关闭东亚生物质燃烧排放源 
敏感性实验 3（SE3） 关闭北美生物质燃烧排放源 
敏感性实验 4（SE4） 关闭欧洲生物质燃烧排放源 
敏感性实验 5（SE5） 关闭非洲生物质燃烧排放源 
敏感性实验 6（SE6） 关闭中亚生物质燃烧排放源 
敏感性实验 7（SE7） 关闭南亚生物质燃烧排放源 
敏感性实验 8（SE8） 关闭东南亚生物质燃烧排放源 
敏感性实验 9（SE9） 关闭其他地区生物质燃烧排放源

 

2  结果分析 

2.1  境外与本地生物质燃烧的贡献 

GEOS-Chem 模拟的春季全球地表臭氧浓度及全

球生物质燃烧对此臭氧的贡献如图 2 所示。春季中国

西部青藏高原地区臭氧浓度较高（见图 2a），可能是

因为此地海拔较高，春季平流层臭氧向下传输的贡献

较大[8,47]。从绝对值来看（见图 2b），春季时全球生

物质燃烧对东亚不同区域地表臭氧浓度的贡献约为

1×109~5×109，对中国南部的西南区域影响最大。从

相对值来看（见图 3a），春季时因全球生物质燃烧产

生的臭氧占东亚地区地表臭氧的 2%~5%。生物质燃

烧对中国南部和东北部贡献较大，对中国北部与朝韩

及日本地区贡献较小。从区域平均看，春季全球生物

质燃烧对东亚地表的贡献为 2%~3%（见图 3b）。有研

究指出，春季全球人为源排放对东亚地表贡献约在

4×109~20 ×109 [19,30]。 
 

 
 

图 2  GEOS-Chem 模拟的 2005 年春季地表总臭氧 
及因全球生物质燃烧产生臭氧的水平分布 

 
春季本地与境外生物质燃烧对东亚地表臭氧浓

度贡献的水平分布如图 4 所示，本地与境外占全球总

生物质燃烧排放对东亚地表臭氧浓度贡献的比例如

图 5 所示。从图 4 和图 5 可以看出，基本在东亚所有

地区，境外生物质燃烧的贡献大于境内。相较于其他

子区域，本地生物质燃烧的贡献在中国东北部与中国

南部更大，可达总生物质燃烧贡献的 40%~50%。在

东亚各个地区，境外生物质燃烧的贡献基本可占总生

物质燃烧贡献的 60%以上。境外生物质燃烧对中国南

部的贡献最大，可达 3×109。 

2.2  全球各个地区生物质燃烧的贡献 

在春季全球生物质燃烧排放对东亚地表臭氧的

贡献中，各个地区所占的比例如图 6 所示。从东亚平

均看，本地生物质燃烧的贡献占比为 25%。在外部源

区中，非洲与东南亚的生物质燃烧最重要，分别占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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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5 年春季全球总生物质燃烧对东亚地区地表臭氧

相对贡献的水平分布及其区域平均值 
 

生物质燃烧对东亚贡献的 23%与 21%。北美、欧洲、

中亚与南亚的生物质燃烧均分别占全球生物质燃烧

贡献的 10%以下。 
从图 4 和图 5 可以看出，境外生物质燃烧对东亚

臭氧的影响存在一定的空间差异性，因此更细致地分

析全球不同地区对东亚不同子区域的贡献，如图 7 所

示。东亚子区域包括中国东北部（Northeast China, 
NECH）、中国北部（North China, NCH）、中国南部

（South China, SCH）与朝韩及日本（Korean Peninsula 
and Japan, KJP）。由于西伯利亚地区的野火，东亚对

中国东北部的贡献占全球生物质燃烧贡献的 38%，比

对东亚其他子区域的影响更大（见图 7a）。春季是东

南亚地区生物质燃烧频发的季节，东南亚生物质燃烧

对中国南部臭氧影响显著，占全球总生物质燃烧对中

国南部臭氧贡献的 37%（见图 7c）。春季非洲也存在。

大面积生物质燃烧，其产生的臭氧前体物及臭氧可通

过哈德莱环流及西风带传输至东亚[22]。非洲生物质燃

烧对中国东北部、中国北部、中国南部与朝韩及日本 

 
 

图 4  2005 年春季本地与境外生物质燃烧对 
东亚地表臭氧的贡献  

 
臭氧贡献分别占全球总生物质燃烧对中国贡献的

22%、29%、16%、29% 
为了比较各个地区生物质燃烧排放输出之间的

差异及各个地区生物质燃烧对东亚的相对重要性，

根据 Fiore[19]等的研究定义了两个指数：输出效率与

输入效率。输出效率定义为某个境外地区生物质燃

烧对东亚地表臭氧贡献与该境外地区生物质燃烧对

自身贡献的比值。输出效率越高，说明该境外地区

生物质燃烧产生的臭氧越易于输出至东亚。输入效

率定义为某个境外地区生物质燃烧对东亚地表臭氧

的贡献与东亚生物质燃烧对自身贡献的比值。输入

效率越高，表示该境外地区生物质燃烧对东亚地表

臭氧的相对重要性越高。各源区春季输出效率与输

入效率如图 8 所示，可以看出，春季东南亚和非洲

的输入效率远大于其他地区，而欧洲输入效率最小。

这说明春季东南亚和非洲因生物质燃烧所生产的臭

氧对东亚影响最大。输出效率却是非洲最低，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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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05 年春季本地与境外生物质燃烧占全球生物质燃

烧对东亚地表臭氧总贡献的比例 
 

 
 

图 6  2005 年春季各个地区生物质燃烧占全球总生物质燃

烧对东亚地表臭氧总贡献的比例 
 

由于非洲与东亚距离较远，因非洲生物质燃烧产生

的臭氧仅有相对少部分传输到东亚。欧洲因其到东

亚的距离较短，输出效率最高。在 6 个源区中，南

亚的输出效率排名靠后，可能是因为青藏高原高海 

 
 

图 7  2005 年春季各个地区生物质燃烧占全球总生物质燃

烧对中国东北部、中国北部、中国南部、朝韩及日本地表

臭氧贡献的比例 
 

 
 

图 8  2005 年春季全球各个地区生物质燃烧对东亚地表臭

氧贡献的输出及输入效率 
 

拔地形的阻隔作用[30]。 

3  结论 

基于全球化学传输模式 GEOS-Chem 数值模拟，

使用敏感性分析法与线性加权法，定量描述了东亚境

外及本地生物质燃烧排放对东亚地表臭氧的贡献，比

较分析了全球不同地区生物质燃烧对东亚不同子区

域影响之间的差异。主要结论包括以下几点。 
1）春季全球总生物质燃烧排放源对东亚地表臭

氧贡献在 1×109~5×109 之间，最大影响区域是中国

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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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绝对贡献上看，在东亚各子区域中，境外生

物质燃烧对中国南部地表臭氧贡献最大，可达 3×109。 
3）从相对贡献上看，在全球总生物质燃烧对东

亚地表臭氧影响之中，境外生物质燃烧占比为 75%，

远大于本地生物质燃烧的影响。更详细地说，境外生

物质燃烧占全球总生物质燃烧贡献的比例在中国北

部最大，达到 82%，在东北最小，仅为 62%。换言之，

本地生物质燃烧的相对贡献在中国东北部最大，在中

国北部最小。 
4）在所有境外源区中，境外生物质燃对东亚地

表臭氧影响最大的源区是非洲和东南亚。 
更详细地说，对中国南部影响最大的境外源区是

东南亚，对中国东北部、中国北部、朝韩及日本影响

最大的境外源区是非洲。 
本研究揭示了春季境外生物质燃烧排放源对东

亚地表臭氧的影响。选择 2005 年春季，是因为 2005
年春季生物质燃烧没有明显的极端事件[48-49]，可以大

致代表平均状况。使用 MODIS 数据统计了近 15 年

来春季全球火点数量，其在 2005 年的值与多年平均

值很接近（见表 2）。由于全球生物质燃烧具有一定

的年际变化，未来工作需研究生物质燃烧的年际变化

及趋势的影响，尤其是对东亚影响较大的地区，如非

洲与东南亚。近 20 年来，全球平均生物质燃烧呈现

显著下降趋势，非洲春季火点也在减少，但是东南亚

的火点在显著上升[48-49]。因此，与文中结果相比，在

近两年，非洲生物质燃烧对东亚的影响可能更小，但

是东南亚生物质燃烧的影响更大，本研究的结果具有

一定的不确定性。臭氧的生产与消亡过程具有较强的

非线性[19]，比如表现在生物质燃烧排放与人为源臭氧

前体物之间的化学反应。虽然本研究使用了开关源及

线性加权的方法较好地定量了全球各个源区的贡

献，但是对非线性问题的线性化处理仍具有一定的

误差。另外，本研究的目的是定量描述境外生物质

燃烧对东亚臭氧的贡献，因此没有着重研究传输机

制。在分析中，应用远距离污染物传输的相关知识

对模式结果进行了简要解释，还根据输出效率与输

入效率指数，研究了全球不同源区对东亚的相对贡

献及传输机制在不同源区之间的差异。更详细的境

外污染物传输至东亚的机制分析可参见笔者之前关

于臭氧的研究[22-23]，也是未来继续探索的方向。 
 

表 2  MODIS Collection 6 春季全球、非洲及 

东南亚火点数量（万个） 

 全球 非洲 东南亚

2005 年 42.5 12.8 5.3 

20032017 年平均±标准差 43.5±4.7 12.9±1.6 5.1±1.1
 

在 21 世纪过去的近 20 年里，中国政府及公众关

于治理大气污染的工作主要放在酸雨及颗粒物污染

方面，并取得了很好的成就。2010—2017 年间，中

国人为源 NOx、CO 排放有所下降[9-10]，NMVOCs 的

排放仍在增长[9-10]。减少中国人为源 NMVOCs 的排

放，对于控制东亚臭氧污染也必不可少[4,50]。中国臭

氧污染治理不仅需要减少人为源排放，也需要加深对

自然源的理解。控制生物质燃烧，如减少森林大火，

禁止秸秆燃烧，对降低中国臭氧污染具有重要作用。

东亚臭氧污染的治理需要东亚各国的努力，也需要与

东亚之外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良好合作。 
 
致谢：文中所用 GEOS-Chem 模式由哈佛大学开

发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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